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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的中国海难救助制度

———以新《海商法》“海难救助”章的修订为视角

傅廷中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海难救助制度是《海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直接关系到海上交通安全和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 随着航运事业的快速发展，制度中的某些缺陷也有所显现。 中国作为《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的缔约国，遵循

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公约中倡导的理念，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海商法》“海难救助”章中的规

定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修订后的海难救助制度充分体现了公约确立的宗旨，对于完善中国未来的海事司法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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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①于 ２０２５ 年完成修订，中国的海商立法由此步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 海难救助制度作为《海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修订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变革。 在修

订海难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国际形势的发展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发达海运国家的立法经验得到了认真的借

鉴，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经验和智慧亦被广泛而科学地吸收，整个制度体系的设计和安排体现了与时俱进

的精神。 可以预见，修订后的海难救助制度对未来的海事司法实践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修订海难救助制度遵循的原则

（一）与时俱进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商立法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成型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海商法》的制定对于调整海上运输中发生的关系、保障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

而，自《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颁布以来，国际经贸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贸易规模的扩大。 仅就中国的情

况而言，在《海商法》通过的 １９９２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 ９ １１９．６ 亿元；②到了 ２０２５ 年，中国的货

物进出口总额已飙升至 ４５．４７ 万亿元。③ 二是贸易物资的种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

贸易物资已突破传统结构，由过去的普通商品扩展至油类货物和其他具有特殊性质的货物。 诸如此类的变

化不仅对海商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海上交通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 众所周知，国际海事组

织一直将海事立法的重心置于海上交通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④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和国际海事组

织的 Ａ 类理事国，负有构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海难救助制度的时代使命。 本次《海商法》修订充分体现了国

际海事立法“让航行更安全，让海洋更清洁”的宗旨和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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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４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２４ＶＨＱ０１７）
作者简介：傅廷中，男，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海商法》（２０２５ 年修订）称为新《海商法》。
参见《１７⁃３ 进出口贸易总额》，载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１９９９ ／ ｑ０３ｃ．ｈｔｍ。
参见《海关总署 ２０２５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ｘｗｆｂ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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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简称《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序言明确指出：（各缔约国）“注意到一些重大发展，尤其是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

益关心，证明有必要审查 １９１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布鲁塞尔制订的《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规定的公约》所规定的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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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鼓励救助的原则

中国是《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的缔约国。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确立的根本宗旨是最大限度地鼓励救助，公
约序言明确指出：“本公约各缔约国……相信有必要确保对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他财产进行救助作业的

人员能得到足够的鼓励……”基于这一宗旨，公约的适用范围相较于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有了全方位的扩

展。 《海商法》基本与《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同步制定，基于这个原因，《海商法》中确立的海难救助制度在很大

程度上借鉴了公约中的制度建构。 本次修订《海商法》时，又再一次对标公约规定，使公约确立的鼓励救助

的宗旨在海难救助制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这种对救助的鼓励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１．鼓励在任何水域进行救助

早在《１９１０ 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规定的公约》（简称《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中，救助作业仅仅

是指在海上进行的救助，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公约的名称当中，而且可见之于公约中的诸多条款。 该公约

第 １条明确规定，公约适用于对处在危险中的海船、船上财物和客货运费的救助，以及海船和内河船之间提

供的相同性质的服务。 很显然，在《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的语境之内，救助的当事方中至少有一方应是海船，此
种规定的直接效果是将公约适用的水域限定在海洋和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其他水域无疑被排除在公约的

适用范围之外。 相比之下，《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适用的水域范围则从海洋和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扩展至“其
他任何水域”，此即意味着，在内陆水域进行的救助作业也属于公约意义上的救助。① 中国在加入公约时对

发生在内陆水域并且当事船舶均为内陆水域航行的船舶之间从事的救助作业，保留了不适用公约的权利，故
在本次修法的过程中，海难救助制度适用的水域范围仍被界定为海上和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 然而，此种界

定方式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法不鼓励扩大救助制度的适用范围，综观中国的司法实践，海难救助制度的适用

范围其实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扩展，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 １１ 家海事法院管辖的地域范围作了最大限度的

界定。② 以武汉海事法院为例，其管辖的地域范围上至四川省宜宾市合江门，下至安徽省和江苏省交界处的

长江主干线，直至可供船舶航行的长江支流水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商法》中的救助制度所适用的水域

范围并未受到实质性的限制。
２．鼓励对任何遇险财产进行救助

在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下，受制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救助标的物的范围被限定在极小的范围之内。
例如，在《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中，救助的标的物即被界定为遭遇危险的海船、船上的财物及客货运费（即遇险

船为运输货物或旅客而预期得到的收入）。 近年来，随着贸易的发展和海洋生产、海洋开发活动的日益拓

展，可能遭遇海上危险的财产已不限于船舶和船载货物。 因此，在《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中，救助标的物被定义

为遇险的船舶或者“任何其他财产”，其中，船舶已不再局限于海船，而是包括任何船只、艇筏或者任何能够

航行的构造物，财产的范围也被扩展至任何非永久性地、非有意地依附于岸线的财产。 换言之，某种财产只

要不是被其所有人有意地或者永久性地置于有危险的水中或水上，均属于公约认可的救助的标的物。
中国是《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的缔约国，对救助的标的物的概念及其范围当然也应在公约语境之内解读。

然而，在制定《海商法》时，救助标的物被表述为遇险的“船舶和其他财产”，对照公约的规定，“和”与“或”虽
只是一字之差，含义却根本不同。 按照《海商法》界定的范围，只有载于遇险船舶之上的财产，才属于救助标

的物的范畴，而在公约的表述方式下，某项财产即使独立于遇险船舶（例如海上漂流物），也属于救助标的物

的范畴。 新《海商法》对救助标的物的范围采用了与公约同样的表述方式，使之回归公约的语境之内。
３．鼓励以任何合同形式进行救助

在当今的海难救助领域，经常被使用的合同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无效果，无报酬”为原则订立的

合同，另一种则是以救助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使用的时间作为计酬标准的合同，后者在学界和业界被习惯

性地称作雇佣救助合同。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适用的救助合同仅限于前一种类型，这是因为该公约对于“无
效果，无报酬”的原则没有附加任何例外规定，亦未赋予救助当事方对于合同形式的选择权。③ 据此，学界认

为，由于雇佣救助合同不满足“无效果，无报酬”这一根本条件，在本质上应属于海上服务合同，故不能适用

①
②
③

参见《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第 １ 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
参见《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第 ２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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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的规定。① 此种观点在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下并无争议。 然而，在当今的海难救助领域，救助作业

的形式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使用“无效果，无报酬”的合同已不再是普遍的现象，若继续秉持传统的理

念，雇佣救助合同将从根本上被排除在《海商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因而不利于相关争议的解决。 雇佣救助

合同能否适用《海商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是同一船舶所有人之间的救助能否真正获得救助报酬。 从事海商法理论研究的学者和业界人士普

遍知晓，无论是《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还是新《海商法》，抑或是关于救助的公约，其中均规定：同一船舶所有人

的不同船舶（俗称“姐妹船”）之间进行的救助作业，只要取得成功，救助方同样有权获得报酬。② 法律之所

以如此规定，乃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劳动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劳动者的职责仅限于劳动合同规

定的范围（对船员而言，则是在其工作的船上提供劳务）。 船员对本船的“姐妹船”实施救助，从法律意义上

讲，已超出了劳动合同（即雇佣合同）规定的职责范围，若不承认“姐妹船”救助可以请求报酬，则有违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 其次，从共同海损制度的角度来看，海难救助报酬在多数情况下可被认定为共同海损费用，对
于经过理算被认定为共同海损费用的救助报酬，被救助船的船舶所有人可以请求本船上的财产所有人共同

分摊。 如果法律不承认对“姐妹船”的救助可以请求报酬，实际上等于无根据地免除了货方分摊该项费用的

义务。 再次，从海上保险的角度来看，以“船舶一切险”为例，作为被保险人的被救助船舶一方，其向救助方

支付的救助报酬及应摊付的共同海损费用，最终将由保险人承担，但是，若不承认“姐妹船”之间的救助可以

请求报酬，会使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下的义务被不适当地免除。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从实务层面来看，
“姐妹船”之间进行的救助，不可能签订“无效果，无报酬”的合同，对于报酬的确定只能以在救助作业中投入

的成本为基础，若一概否定依此种标准确定报酬的救助作业，则新《海商法》第 ２００ 条针对同一船舶所有人

的船舶之间进行救助所作的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没有适用的可能。
其二是雇佣救助合同下的救助人能否主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无论是《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还是

新《海商法》，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章中，均将海难救助方界定为责任限制权利的主体之一。③ 但是，若不

承认雇佣救助合同是救助合同，则依据此种合同进行救助作业的救助方不仅不能主张《海商法》“海难救助”
章为救助人规定的权利，而且也不能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章中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此种结

果显然也有悖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
其三是救助人依雇佣救助合同享有的救助报酬请求权能否受船舶优先权担保。 在各国的海商法中，救

助人的救助报酬请求均被认定为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倘若在司法实践中只承认根据“无效果，无报

酬”合同进行的救助，而否认《海商法》对雇佣救助合同的适用，则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即救助人依雇佣救

助合同主张的救助报酬只能被归于普通海事请求的范畴。
鉴于国际海难救助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发生的新变化，《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在实行“无效果，无报酬”原

则的基础上，对公约适用的合同形式进行了扩展。 该公约第 ６ 条明确规定：“除合同另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

定外，本公约适用于任何救助作业。”这里所说的任何救助作业，当然是指根据任何合同进行的救助作业，因
为该公约第 ６ 条的名称就是“救助合同”。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除非当事方通过协议排除对公约的适用，否
则，即使当事方签署的并非是“无效果，无报酬”的合同，此种救助也应适用公约的规定。 综观中国的司法实

践，对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法律适用，实际上采取了分段处理的方式。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加百

利’轮案”再审判决书中指出，当事方有权按照约定签订雇佣救助合同，但该合同项下支付报酬的条件和标

准则不适用《海商法》“海难救助”章的规定。④ 这一判决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案涉的救助作业因符合法

定要件，可被认定为海难救助；第二，救助报酬标准的确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据此，可以认为，中国

的海事司法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排除《海商法》对雇佣救助合同的适用，因此，除救助报酬的计算标准之外，救
助方在雇佣救助合同下主张《海商法》中的其他相关权利，不应存在任何实质性障碍。

①
②
③
④

参见司玉琢主编：《海商法》（第 ６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６ 年版，第 ２８６ 页。
参见《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９１ 条、新《海商法》第 ２００ 条。
参见《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０４ 条、新《海商法》第 ２１３ 条。
参见“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与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 ６１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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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９ 条对“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适用作出了三项例外规定：第
一，如果救助方救助了对海洋环境构成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货物，其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
从获救船舶所有人处获得一笔特别补偿；第二，对于“无效果，无报酬”合同以外的其他类型的救助合同，如
果其他法律对此另有规定，可以适用其他法律；第三，如果救助作业的当事方对救助报酬的计算另有约定，可
适用合同中的约定。 新《海商法》第 １８８ 条取消了“合同另有约定”这一表述，从表面看来，这一修改似乎是

将“海难救助”章中的全部条款均认定为强制性的规定，其实不然。 从整体上解析“海难救助”章中的制度设

计，可以看出，《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９ 条中的这一例外规定实际上是被置于新《海商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３ 款

当中，因为该条中明确规定，除第 １８５ 条（关于撤销或者变更救助合同的规定）和第 １８６ 条、第 １８７ 条（关于

防止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损害的规定）之外，“海难救助”章中的其他规定仅在救助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没有

不同约定时适用。 由此可见，新《海商法》既未否定救助当事方意思自治的权利，也未排除“海难救助”章的

规定对雇佣救助合同的适用。 新《海商法》之所以赋予救助作业的当事方自由选择合同的权利，其根本原因

乃是在第 １８０ 条规定的救助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已经蕴含了海难救助作业的构成要件，即：救助的标的物为

法律所承认；救助作业发生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救助的标的物确实处于危险当中。 换言之，只
要救助作业符合该三项条件，就应得到法律的承认，而不论当事方选择何种合同形式，及在合同中对计酬标

准作出何种约定。 如果仅以当事方之间是否签订“无效果，无报酬”的合同作为判定海难救助成立与否的条

件，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关于救助的公约和《海商法》鼓励救助的宗旨。
反对将雇佣救助合同纳入《海商法》适用范围的观点，所虑及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担心动摇“无效果，无

报酬”的原则。 其实，此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新《海商法》为确保该项原则不被破坏，已经设置了两道保护

屏障。 其一是确定了取得救助报酬的底线，即救助报酬不得超过船舶和其他财产的获救价值；①其二是赋予

了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合同效力的裁量权，若根据合同支付的救助款项明显过高或者过低，经一方当事人起

诉或者经双方当事人协议仲裁，受理争议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撤销或变更救助合同。② 二是由于雇佣救

助作业中通常会使用拖轮，而拖轮又常由遇险船的船舶所有人租用而来，拖轮上的人员（包括船员或其他技

术人员）通常是接受船舶所有人的雇佣而参与到救助作业中，若认定此种作业形式为海难救助，恐会混淆救

助合同与劳务合同（甚至包括租船合同）的界限。③ 其实，此种担心亦无必要。 此处姑且不论租用拖轮和雇

佣船员进行救助是否属于普遍现象（例如专业救助公司使用自有的拖轮，以每马力 ／小时为计酬标准而进行

救助，即不能归于劳务合同的范畴），即使当事方在合同中约定以租用的船舶实施作业，也可通过救助作业

指挥权的归属识别合同的性质。 例如，遇险船的船舶所有人为使船舶脱离险境而租用船舶并亲自指挥作业，
此种行为可被认定为自救，而自救行为显然不能归于救助的范畴。 但是，如果遇险船的船舶所有人为使船舶

脱险而请求他方救助，但仅仅是在合同中约定了以救助方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作为计酬标准，该合同仍可

被认定为救助合同。 在实务中，极易引发争议是一种谓之救助打捞的合同，此种合同的性质从表面来看似乎

存在模糊性，但其实不然，因为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衡量救助作业成立与否的根本依据。
照此条件衡量，如果是在船舶面临急迫危险的情况下，船舶所有人为使船舶免遭沉没的危险而与他方签订了

合同，则即使合同中存在“打捞”的字样，仍应被认定为救助合同。 但是，在船舶业已沉没或毁损的情况下，
为了不影响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船舶所有人根据海事主管机关的指示或命令，请求他船对船舶实施打捞清

除，此种合同即使被冠以“救助”二字，仍应归于打捞合同的范畴。
４．鼓励以任何作业方式进行救助

传统的海难救助作业是指以船舶进行的救助，例如，在《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的语境之内，海难救助作业即

仅限于海船与海船之间或者海船与内河船之间进行的救助。 然而，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救助作业早已突破

了这种单一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救助人也可以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潜至水下对船舶实施救助，或者安排船

员到遇险船上实施救助，甚至还可以使用飞机进行救助。 诸如此类的作业方式虽然在救助相关公约中未见

①
②
③

参见《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８０ 条、新《海商法》第 １８９ 条。
参见新《海商法》第 １８５ 条。
参见王彦君、张永坚：《雇佣救助合同的属性认定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章的理解》，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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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规定，但在其他相关的公约中，从事此类作业的救助人，同样有权以救助人的身份主张权利。 例如，
《１９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第 ４ 条即规定，凡不以任何船舶进行作业的救助人，或者只是在被救船上

进行作业的救助人，均有权按照公约规定的标准主张责任限制。 鉴于国际海事立法中发生的变革，新《海商

法》继续沿用了《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中的制度设计模式，分别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确认此类救助作业的法律

效力。 所谓直接的方式，是指“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章仿照公约规定，赋予不以船舶进行作业的救助人责任

限制的权利；①至于间接的方式，则是指“海难救助”章并未将救助作业限定在船舶之间的救助。 由此说明，
中国海难救助制度认可的救助作业也突破了传统的作业方式。

二、实现制度的设计与民法原则的统一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海商法》的修订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的颁布，使《海商法》的修订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新《海商法》（包括

“海难救助”章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民事活动的自愿原

则、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等。 依据这些原则，修订后的海难救助制度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一）充分尊重当事方的意思自治

海难救助是一种民事行为，救助方与被救助方之间的关系须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之上，《民法典》第 ５ 条

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在

这一原则之下，合同当事方在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有权通过协商确立合同的内容。 《海商

法》（１９９２ 年）由于过分强调对法律条款的遵守，留给当事方自由协商的空间较为狭小，客观上导致大部分法

律条款被归入强制性规范的范畴。 此种现象在修法之后得到了纠正，新《海商法》将“海难救助”章中的条款

分成了强制性和任意性规定两类。
海难救助制度中的强制性规定包括两项。 第一，不得以欺骗的手段诱使他人或者以胁迫的手段迫使他

人与之订立救助合同。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５０ 条、第 １５１ 条的规定，如果当事方或第三人以胁迫的手段，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
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则受胁迫的一方或者受欺骗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

民事法律行为。 很显然，《民法典》中的这种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 《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６ 条虽

然也有类似的规定，但在表述方式上与《民法典》有所不同，即没有赋予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当事方的请求

撤销合同的权力。 有鉴于此，新《海商法》第 １８５ 条规定，如果合同是在受胁迫或者危险的情况下订立，或者

根据合同支付的救助款项明显过高或者过低，受理争议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当事方的请求，有权变更或撤

销合同。 新《海商法》的这一修改，不仅使上述强制性规定得到充分彰显，而且将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不公

平合同的权利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统一，使特别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 第二，救助作业的当事

方须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者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在《民法典》中，“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已被确定

为一项基本原则（此项原则在实践中被称作绿色原则）。② 作为民法特别法的《海商法》在制度设计上也遵

循了这一原则。 在新《海商法》第 １８０ 条的语境中，关于救助作业当事方应共同履行防控污染损害义务的规

定，实际上具有强制性规定的性质，进而体现了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统一。③

至于海难救助制度中的任意性规定，新《海商法》中虽然没有直接列明具体条款，但由于界定了强制性

条款的范围，即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其他条款均属任意性条款，仅在救助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

用。 新《海商法》第 １８０ 条的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权的尊重，而且进一步佐证了一个基

本事实，即《海商法》并未排除对雇佣救助合同的适用。
（二）将救助作业中防控环境污染损害的义务上升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高度

《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固然可以针对海事活动的特点，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上作出一些有别于《民

①
②
③

参见新《海商法》第 ２１９ 条。
参见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注释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５９ 页。
参见新《海商法》第 １８６ 条、第 １８７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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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的规定，但《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却不可动摇，在救助作业中防控环境污染的相关规定便是一例。
《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７ 条、第 １７８ 条规定的救助方和被救助方的义务是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者减少环境

污染损害，《民法典》颁布后，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已由防止污染损害上升到保护生态环境

的高度，根据新《海商法》第 １８６ 条、第 １８７ 条的规定，救助作业当事方所应承担的义务也由防止海洋环境污

染上升至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从表面来看，海洋环境与海洋生态环境的概念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稍加

分析即可看出，二者表达的含义有重大区别。 所谓海洋环境，主要是指海洋水域，保护海洋环境强调的是防

止油类物质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入海，其核心要素是防止污染物的排放；而海洋生态环境指的是海洋生

物赖以生存的条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指的是防止海洋水域的功能性受损（如物种的灭绝或发生变异等），
其核心要素是防止或控制污染物排放入海可能造成的后果。 新《海商法》以“生态环境损害”取代“环境污染

损害”的表述方式，并不是简单改变修辞方式，而是为了与《民法典》的用语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使用的概

念保持一致。 这一改变的实质是加重了救助当事方防控污染损害的责任，将对未来的海事司法实践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不仅可能导致海事索赔内容的增加，还将涉及特别诉讼时效的适用。 根据中国参加的《１９９２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６５ 条和新《海商法》第 ２９２ 条均规定，有关船舶油

污损害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 ３ 年，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这与《民法典》规定的 ３ 年普通诉讼时效相吻

合），但是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 ６ 年。 结合新《海商法》针对救助作业当事方所负的防控

海洋污染的义务在表述方式上的改变，可以预见，对于一些重大的、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油污案件，未来

可能会大量适用 ６ 年的最长诉讼时效。 例如，若相关部门在某海区内发现，该区域内的水产品因船舶油污事

故的发生而受到严重侵害，有些鱼类品种已经消失或者发生变异，如经鉴定认为，造成此种损害的事故可以

追溯到 ３ 年内发生的船舶油污事故，则诉讼时效可延长至自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 ６ 年。
（三）进一步明确被救助方在救助作业中应履行的协助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 ５０９ 条确立的关于合同履行的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中

包括相互协助的义务。 海难救助合同当然也应遵守这一原则。 在海难救助作业中，对于被救助方而言，其协

助义务并非局限于在防控生态环境损害的问题上与救助方通力合作，在救助作业完成后其还应及时接受被

救助物。 对于何谓救助作业的完成，《海商法》没有为之定义，但规定了在获救财产被送至安全地点后被救

助方应及时接受获救的船舶或者财产的义务，此即意味着一旦被救助的船舶或者财产被送至安全地点，即可

视为救助作业的完成，被救助方有义务及时接受移交。 当然，救助方向被救助方提出的接受移交的要求应以

合理为原则。 所谓合理，是指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被救助方能够接受被救助物，设若一艘船舶在发生触礁

事故后，经过救助方的努力，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并没有被送至安全地点，或者虽然被送至安全地点，但
当时、当地的环境根本不具备接受移交的条件，则不能视为救助作业的全部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完成救助作业的标准在《海商法》第 １７８ 条第 ３ 项中被表述为：获救的船舶或者财产“已
经被送至安全地点”，而新《海商法》第 １８７ 条第 ３ 项则取消了“已经”二字，此种修改可能使人们产生不同的

理解。 按照前一种表述方式，获救的船舶或者财产虽然被送至安全地点，但获救方可能以船舶进港的手续尚

未办理，或者以进入该港口或地点应支付的费用尚未支付为由，认为尚不具备接受移交的条件。 但在后一种

表述方式下，只要获救的船舶或者其他财产被送到了某一安全的港口或地点，被救助方即有义务接受移交，
至于为移交被救助物而进入某一港口或地点所应履行的手续和产生的费用，只要在合同中没有特别约定，就
应由被救助方自行负责。 为此，新《海商法》第 １８７ 条第 ３ 项在表述方式上作出修改，既可以有效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争议，也不致令救助方承担过重的责任，此种修改并不违反《民法典》确立的关于合同履行的原则。

三、针对海难救助的特殊性赋予船长签约代理权

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建立在当事方合意的基础上，海难救助合同的订立也是如此。 从法律意义上

讲，有权签订救助合同的人当然是指救助船和遇险船的船舶所有人，然而，由海上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船舶

所有人亲自签约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因而有必要在法律中赋予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签约的权利。 在过

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船长代签合同的权利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在法律和救助相关公约中没有具体的规

定，以至于在船舶遭遇海上危险时，船长在是否请求他船救助的问题上常常顾虑重重，使救助活动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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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酿成悲剧，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生的“‘联合之星’轮救助案”就是典型代表。① “联合之星”轮在英国海域

发生触礁事故，隶属于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的一艘拖轮在对其开展救助时沉没。 通过对事故的调查，法院认

为，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船舶救助作业的安排不及时。 “联合之星”轮触礁之后，位于事故发

生地附近海域的一艘拖轮的船长向该轮发出了与之签订“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的要约，但遭到了拒绝。
遇险船的船长由于无法取得船公司负责人的指示，继而联系了该负责人的助理，并向其报告了事故发生的地

点和经过。 该助理通知船长可以接受救助船的拖带，至此，以“无效果，无报酬”为条件的救助协议方得以达

成。 但此时距事故的发生已过去一个小时，救助作业最终失败。 本次事故引起了业界对于应否通过立法赋

予船长签约代理权这一问题的思考，国际海事立法也对之予以关注。 在《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中，船长代表船

舶所有人和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使船长行使签约的代理权有了法律上

的依据。 但是，此种权利的行使还有两个具体问题有待明确。
其一，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签订合同的船长应否包括救助船的船长？ 在这一点上，《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与《海商法》的规定在表述方式上略有不同。 公约只规定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签约，但并未明确船长的

具体指代。 由此似乎表明，不论是救助船的船长还是遇险船的船长，均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
《海商法》则将有权代为签约的船长界定为“遇险船舶的船长”，②《海商法》与公约在表述上存在的差别貌似

微小，实则关乎民事代理制度在海难救助中如何适用的问题，故不能笼而统之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将其

置于整个法律体系内加以考量。 民事代理有法定代理和委托代理之分，前者源自法律的授权，后者则是依据

委托人的授权。③ 就海难救助而言，船舶遭遇危险事故时，船长常常无法与船舶所有人进行有效的沟通或联

络。 船舶所有人对事故现场危险程度的了解远不及船长，对于应否请求他船进行救助及如何救助等问题也

难以作出准确的决断。 因而，有必要通过立法赋予遇险船的船长在紧急情况下对事务的临机处置权（或称

紧急处置权）。 这种权利在私法层面，是指在《海商法》中赋予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在
公法层面，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赋予船长处理紧急事

务的独立决定权。④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遇险船的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无疑是一

种法定代理权。 然而，与遇险船的船长相比，救助船的船长在多数情况下有相对充足的时间与船舶所有人取

得联系，有条件就是否与遇险船舶签约的问题取得其指示。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未经授权而实施代理行

为，在性质上属无权代理，而无权代理只有在受到追认的前提下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由海上的特殊风险

所决定，有时船长在面临遇险船的紧急求救时，可能无法与船舶所有人及时取得有效的联系，但又不能无视

他船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而不予援救，故有可能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他船提供救助服务。 对于船长的此

种行为不应完全套用《民法典》关于无权代理行为的规定。 例如，船舶所有人虽然知晓船长对他船提供了救

助服务但未表示反对；或者虽然对船长实施的救助行为没有正式确认，却对救助作业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提

出了意见；或者虽然没有给船长提出任何具体的指导，却对救助作业结束以后如何移交被救物的问题向船长

下达了指示。 此类行为均应被视为对船长签约权的追认，对于被救助的一方而言，不得以船舶所有人未曾正

式履行确认手续为由，拒绝向救助船的船舶所有人履行支付救助报酬的义务。
其二，遇险船舶的船长及船舶所有人代表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依据何在？ 《海商法》之

所以要赋予遇险船舶的船长和船舶所有人代表船上财产的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乃是基于两个方面

的原因。 一是出于对危险情况应急处置的考虑。 当载货船舶遭遇海上危险时，无论是船长还是船舶所有人，
往往难以及时地与船载货物的货主或其他财产的所有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联络，特别是在货物运输途中提

单被托运人转让给他人的情况下，船长或者船舶所有人根本无从知晓谁是彼时的货物所有人，因而在签订救

助合同的问题上只能由船长或者船舶所有人代为行事。 二是为了契合海上保险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确立的原则和制度，被保险人负有对保险标的防灾减损的义务，当保险事故发生或即将发生时，
应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被保险人因采取此种措施而产生的必要而合理的费用，保险人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Ｋ． Ｓ． Ｇｏｄｄａｒｄ，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ｌａ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ｌａｗ．ｃｏｍ ／ ｉｌａｗ ／ ｄｏｃ ／ ｖｉｅｗ．ｈｔｍ？ ｉｄ ＝ ３６９１３８．
参见《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５ 条、新《海商法》第 １８４ 条。
参见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注释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７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３８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 ２０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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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赔偿保险标的的损失之外另行支付。 如果被保险人不履行该项义务，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

解除合同，①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有权减少赔偿数额，甚至拒绝赔偿。 然而，对于遇险

船上的货物，被保险人根本无法掌控，只能按照载货船船长的安排采取相应措施。 如果法律不赋予遇险船的

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代表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货物所有人在保险理赔的问题上便不可避免

地面临法律上的障碍：救助措施并非被保险人（即货物所有人）亲自采取，其要求保险人支付因采取救助措

施而产生的费用便缺少法律的依据。 因而，有必要结合海上运输、海上保险和海难救助的实际，作出特殊的

制度安排。 为解决类似的问题，英国法中适用的是“紧急事务代理”或“紧急必要代理”的制度，即在紧急情

况下，一人有权代理另一人处理事务。② 例如，在航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时，船长有权以紧急事务代理人的身

份，代表船上财产的所有人采取应急措施。 由于此种权利源自法律的规定，故又被称为“法律上自动构成的

代理”。③ 法律中确认紧急事务代理，不仅可以保护那些虽然没有事先签订代理协议、却如同代理人一样实

施法律行为的人，而且可以维护与紧急事务代理人开展商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利益。④ 在中国的法律中，虽然

不存在紧急事务代理人的概念，但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类似于紧急事务代理人的权利可归于法定代理权

的范畴。 在《海商法》中赋予遇险船舶的船长和船舶所有人此种代理权，既可以避免获救财产的所有人以船

长或船舶所有人签订的救助合同未经其授权为由，拒绝向救助方支付救助报酬，⑤也可以防止保险人以救助

措施的采取并非出自被保险人的自愿为由，拒绝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基于上述原因，新《海商法》继续保留《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中遇险船的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船长和船舶

所有人代表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不仅符合《民法典》确立的原则和《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的
制度设计，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实际问题。

四、针对特殊类型的海难救助实行特殊的制度安排

海难救助是一种民事行为，在救助作业完成后，救助方有权依照合同的约定请求支付救助报酬。 然而，
由于在实务中还存在两种特殊类型的救助，而且这两类救助并不符合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故在《海商法》
中须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

所谓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俗称政府救助），顾名思义，应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主管机

关（通常是海事主管机关）利用公务船舶直接从事的救助；另一种是某些船舶根据国家主管机关的指示或命

令对遇险船舶进行的救助。 由于这两种类型的救助均不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故救助方享有的权利有

别于《海商法》为救助方规定的权利。
首先，从国家主管机关实施的救助作业来看，此种救助是国家主管机关基于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而实施

的行为。 例如，海事主管机关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对处于危险中特别是对船舶的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构成

威胁的船舶及船上所载的货物，有权采取包括实施救助在内的紧急措施。 由于此种救助与民事主体之间的

救助性质不同，如果在法律中承认国家主管机关有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不仅否定了海难救助制度不适用于

政府公务船舶的规定，而且混淆了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的界限，故不论是《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还是新《海商

法》，均将政府公务船舶排除出海难救助制度的适用范围。⑥ 但是，国家主管机关购置、维护、使用与保养公

务船舶毕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如果为实施救助而产生的损失或费用得不到补偿，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的损

失。 基于此种原因，《海商法》对国家主管机关在救助中应得的费用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即国家主

管机关有权享受《海商法》“海难救助”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
其次，就国家主管机关控制下的救助作业而言，虽然接受指示而实施救助的船舶通常是民用船舶，但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玉泉：《保险法》（第 ３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８０ 页。
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５１ 页。
Ｓｅｅ Ｇ． Ｈ． Ｌ． Ｆｒｉｄｍａｎ，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７ｔｈ ｅ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ｓ，１９９６，ｐ．１１９．
参见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４２⁃１４３ 页。
参见杨良宜：《海上货物保险》，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５４ 页。
参见《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２ 条、新《海商法》第 １８０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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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种救助作业是基于国家主管机关的命令，而不是建立在与被救助方合意的基础上，因而不属于严格意义

上的民事行为。 如果在法律中直接规定，救助方在此类救助作业中有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显然不符合海难

救助制度的内涵。 为此，对于根据国家主管机关的命令进行救助作业的救助方而言，《海商法》赋予的权利

不是救助报酬请求权，而是比照救助报酬请求权构建的一种具有补偿性特点的权利。
（二）对海上遇险人员的救助

对海上遇险人员的救助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单纯对遇险人员进行的救助。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即
明确规定，船长对在海上遭遇生命危险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敌人，也必须进行援救，只要此种援救对其船舶、
船员和旅客没有严重危险。① 在《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中，这一规定又得到了重申，只要不至于对其船舶和船

上人员构成严重危险，每个船长均有义务援救在海上有丧生危险的任何人员。② 从上述规定来看，在海上进

行的人命救助，乃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而进行的救助，因而具有强制救助的性质，救助人无权请求救助报酬。
另一种类型的救助是指在救助财产的同时进行的人命救助。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船舶遭遇危险之后向附近

海域的船舶发出求救信号，此后可能有几艘船舶同时赶到事发地点，如果遇险船舶同时接受了几艘船舶参与

救助的请求，则船舶之间可按照现场分工，分别对船舶、船上财产和船上人员进行救助。 对于此种情况下的

人命救助，救助人同样不得向获救的人员请求报酬，但有权从救助船舶或其他财产、防止或减少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的救助方所应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一个合理的份额。 中国作为《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的缔约国，在
《海商法》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按照公约的规定，对海上的人命救助也作出了特殊的制度安排。

五、结语

综观《海商法》“海难救助”章的修订，可以看出，中国的海难救助制度既符合《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

则，又兼顾了国际惯例，在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安排上与国际公约保持了一致。 新《海商法》在救助制度适用

的水域、标的、合同形式、作业方式几个方面，均体现了充分鼓励救助的宗旨和理念，使之更加有利于国际航

运和海难救助事业的发展。 当然，任何法律的制定和修订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未来的海事司法

实践中，注定还会有新的问题或缺陷被发现。 然而，通过学界的理论研究、实务界的经验积累和司法机关的

努力，《海商法》中的各项制度（包括海难救助制度）必将得到更好的实施。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ｔ Ｓ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ｔ Ｓ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

ＦＵ Ｔ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ｔ ｓｅａ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ａｌｖａｇｅ， １９８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ｓｏｍ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ｔ Ｓ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ｎｏ ｃｕｒｅ， ｎｏ ｐａｙ”

（责任编辑：沙晓岑）

①
②

参见《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第 １１ 条。
参见《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第 １０ 条第 １ 项。


